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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首次将科技自
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从历史维度看，自立自强的理念贯穿新中国科技发展史，在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自主创新道路上不断实现新的历史性跨越；从现实维度看，研发投入的规模与结构深刻影响并
制约着我国科技发展水平，加大研发投入、优化投入结构成为我国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
实现路径；从制度维度看，新型举国体制以其同时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优势，成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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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的引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创新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

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摆在各项规划任务

的首位进行专章部署。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作出的战略布局。“无论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都需要科技发展与

创新的强劲支撑。”［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将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

局核心位置，围绕创新引领新发展理念、实施创新

驱动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党的十

八大报告中唯一一个全新的、在标题中出现的国家

战略就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则

进一步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因此，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关于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安排与党中央关于

科技创新的谋划部署一脉相承。从内外部环境看，

“当传统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当国际形势发生深刻

变化之后，惟有创新、惟有自强自立才能支撑高质

量发展的要求，才能为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

科技基础，才能保障产业安全、国家安全以及现代

化国家目标的实现”［２］。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充分发

挥科技创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关键变量作

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的支撑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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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一、历史维度：从新中国科技发展史梳理科技

自立自强的历史沿革

回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技发展之路，可以说

是在艰难中起步，在改革中发展，在创新中突破。

从“两弹一星”奠定大国地位，到“天问一号”开启国

际领先的探火之旅。７２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我国科技事业从自力更生到自主创新，再到科技自

立自强，不断实现着新的历史性跨越。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科技事业在“废

墟”上重建。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全国科研机构只有３０
多个，科技人员不到５万人，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不

到５００人，当务之急就是重建科研体系。［３］１９４９年

１１月１日，在新中国成立仅仅一个月后，中国科学

院成立，由此逐步形成了以科学院为中心，加上高

校、部属科研院所、国防科研院所、地方科研单位的

科学研究“五路大军”，我国科研体系基本建立。

１９５５年，全国科研机构壮大到８４０多个，科技人员

４０多万人［４］。在这一时期，全国科技工作的指导方

针就是“服务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也是在这一

时期，以华罗庚（１９５０）、钱学森（１９５５）为代表的近

两千名海外科学家相继回归祖国，投身新中国科技

事业。

有了这些基础，以１９５６年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

问题会议为标志，党中央正式发出了“向科学进军”

的号召，我国科技事业进入奋力追赶阶段。同年，

国务院制定了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科技规划《１９５６－

１９６７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又称“１２年科技

规划”），将发展原子弹、导弹等尖端科技放在首要

位置。随后相继成立了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

家技术委员会，分别负责全国科学领域和技术工作

的领导。１９５８年，由于部门职能存在交叉，两个委

员会合并成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

负责全国科技工作，也就是科技部的前身，由此我

国科技管理体系逐渐形成。然而，以１９６６年５月

《解放日报》发表《蔑视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社论为

标志，新中国成立后逐渐恢复发展、并在奋力追赶

的科技事业开始受到影响。这一时期，科技管理部

门被撤销，国家科委与科学院合并，部分高校科研

院所解散，科研人员被遣散，我国科技事业遭受巨

大损失。即便在这一曲折时期，在老一辈革命家的

关注和保护下，在一批科技工作者忘我的奉献下，

以氢弹（１９６７）、人造卫星（１９７０）为代表在军工、国

防等领域仍然取得了一些突出成绩［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科教领域率先进入解放思

想阶段。１９７７年８月召开了全国科教座谈会，这是

邓小平同志复出后主持的第一个重要会议，核心议

题就是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同时在科教领域开展

拨乱反正。９月，恢复国家科委，我国科研体系和科

技管理体系逐渐恢复。在此基础上，１９７８年３月，

召开了意义重大的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

春天”。随着改革开放后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

上来，我国科技事业的指导方针相应调整。１９８２
年，全国科技奖励大会明确了“依靠面向”的指导方

针，即“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要面向

经济建设”。

总的来看，从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

期，前三十年我国科技体制主要参照苏联模式［６］，即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研体系和科技管

理模式，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工业和军工国防建

设，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最短的

时间内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１９８５年，以党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

革的决定》为标志，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正式拉开序

幕［７］。在初期探索阶段，主要措施是改革科技拨款

制度和扩大科研机构自主权。为了更好地优化科

技资源配置，１９８６年成立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

高技术的研究和产业化领域先后实施８６３计划和火

炬计划，在农村实施依靠科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

星火计划［８］。这一时期，科研院所开始探索改革，逐

步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一大批科研机构发

展成为高新技术企业。１９８７年，我国第一家科技企

业孵化器在武汉东湖挂牌；１９８８年，第一个高新区

花落北京中关村；１９９０年，第一个大学科技园在东

北大学成立。由此，计划经济时代的科技体制出现

松动，科技与产业脱节的状况开始出现改变。

１９９５年，为了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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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发展规

律相适应的新型科技体制，我国又踏上独立探索新

的科技模式的征程。１９９８年，国家科委更名为科技

部，这一时期先后实施聚焦基础研究的９７３计划和

中国科学院开展的知识创新工程等。

总的来说，从１９８５年开始的科技体制改革到

９０年代末，主要路径为“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稳

住一头”即在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领域充分保

障、稳定支持；“放开一片”就是要搞活技术市场，鼓

励和支持技术开发类科研院所合并和转制。１９９９
年，全国共有２４２家科研院所进行企业化转制，为我

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２００６年之后，我国先后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

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和《国家

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持续推进科技体制改革。这

一时期的主线是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

新型国家，突出强调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为了鼓

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企业研发费用实行税前加

计扣除，同时设立了支持创新型企业的创业板。

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

科技事业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２０１６年发布的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首次将创新驱动作

为一项系统工程进行部署，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

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两个轮子一起

转。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科技创新体

制机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科技自立自强是

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这一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了科技工作“四个面向”的指导方针，即“面向世

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近年来，我国相继在上海张

江、安徽合肥、北京怀柔、深圳等地布局建设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探索打通科技创新“最先一公里”，

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在创业板之外设立科创板，

进一步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三链融合，破解

科技经济两张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速打通科

技创新“最后一公里”，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中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

回首７０余载峥嵘岁月，我国科技事业经历辉煌

也遭遇过挫折，可以说一步一个脚印，在泥泞中不

断前行。一条主线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主

创新道路，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在实

践探索中不断提升对市场规律、科技规律和科技管

理规律的理解与把握，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科技自立

自强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自主创新道路的最新实践与战略安排。当前，在

两个一百年交汇之际，在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历

史关口，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与新挑战，在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进程中，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技创新解决方

案，都更加需要创新这个第一动力。从国内发展

看，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外部环境看，核心技术是国之

重器，化缘要不来、花钱买不来、市场换不来，坚持

科技自立自强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

防安全和其它安全。总之，只有更加依靠科技创

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在危机中育先机、在变

局中开新局，不断拓展发展新空间，塑造发展新

优势。

二、现实维度：从五年规划中的科技指标探索

科技自立自强的实现路径

（一）五年规划中的科技指标

近二十年来，从“十五”计划到“十三五”规划，

与科技创新直接相关的指标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

投入指标———研发强度，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年度研

发经费投入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之研

发经费投入总量，强度指标更能反映一个国家和地

区对科技创新活动的经费支持力度和重视程度。

据《２０１９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２０１９
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２．２１万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５％，连续４年实现两位数增长，研发强度为

２．２３％，再创历史新高。第二个科技指标是产出指

标———科技进步贡献率，反映的是一国或地区经济

增长中除了资本和劳动之外的要素综合贡献率。

“十三五”规划中首次出现该指标，目标为２０２０年达

到６０％，截至２０１９年完成情况为５９．５％，预计

２０２０年超过６０％。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柯布道格拉

斯生产函数衍生的科技进步贡献率由于模型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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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选取不同造成测算存在较大差异，并不适用于横

向比较，近年来存在一定程度的滥用现象。日前发

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纲

要》）将此指标剔除。第三个科技指标也是产出指

标———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从“十二五”规

划开始出现该指标，设置目标为３．３件，实际完成为

６．３件；“十三五”规划中设置目标为１２件，截至

２０１９年完成情况为１３．３件，提前完成设置目标。

《十四五规划纲要》将此指标升级为每万人口高价

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在实践中专利的“高价值”往往

表现为“经授权且在有效期内”“在海外有同族专利

权”“维持年限超过１０年”“有许可他人实施收益或

实现质押融资”等等，实质是提升了对于专利质量

的关注程度。

以上可以看出，“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中

设置的产出指标实际已基本完成，尤其是每万人口发

明专利拥有量完成情况较好。反之，由下表可以看

出，作为唯一一个从“十五”计划到“十三五”规划一直

存在的科技指标，研发强度在四个五年规划（计划）中

均未达到设置目标，即便该指标性质为预期性而非约

束性，这在五年规划指标体系中也极为少见。
表１　五年规划中的研发强度指标

设置目标 实际完成

十 五 １．５％ １．３％

十一五 ２．０％ １．７５％

十二五 ２．２％ ２．１％

十三五 ２．５％ ２．４％

　　除了以上三个科技指标外，隐藏在研发经费投

入规模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结构指标，那就是基础

研究经费在研发经费投入中的比重，虽然之前未被

明确设置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但其在科技自

立自强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据《２０１９年全国科技

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２０１９年我国基础研究经

费为１３３５．６亿元，同比增长２２．５％，占研发经费比

重为６．０３％，比上年提高０．４９个百分点，基础研究

经费占比首次突破６％。

（二）发达国家研发投入变动的特征

近二十年来，我国不断加大研发经费投入，研

发强度迅速提升，研发投入结构稳步优化，科技进

步贡献率与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持续提升，但

还存在研发强度增幅放缓等问题。那么研发强度

是不是越高越好？研发投入结构中基础研究占比

多少为佳？下面通过横向比较，从发达国家研发投

入变动规律中寻找启示①。

１．研发强度存在拐点效应

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处发展阶段不同，研发强度

相应也位于不同梯队。从主要发达国家经验看，研

发强度大致呈现Ｓ形曲线，并存在三个阶段，如图

１，即从０到１％的科技起步阶段、从１％到２．５％的

科技起飞阶段，以及２．５％到３％的科技稳健发展阶

段。其中，在科技起飞阶段，研发强度往往会快速

上升，过去二十年我国恰恰处于这个阶段。而当强

度值达到２．５％以后，一般会稳定保持在３％以内。

但也有以色列、韩国、日本、瑞典和德国等国家的强

度值超过３％后继续增长，以色列（４．９４％）、韩国

（４．５３％）是２０１８年强度最高的两个国家。

图１　主要经济体研发强度变动Ｓ曲线

２．研发结构大致符合二八定律

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弗拉斯卡

蒂手册》划分标准，研发活动大致分为基础研究、应

用研究、试验发展／开发研究三种类型［９］。“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有机融合的创新生态系统，

是核心技术重大突破和广泛应用的必要条件。”［１０］

其中，基础研究是整个科技体系的源头，是创新驱

动发展的动力源，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增加对拉动

经济增长具有持续的显著效益。瑞士洛桑国际管

① 数据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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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院在对全球经济体的创新竞争力排名研究中，

将基础研究投入作为影响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衡

量指标。从主要研发大国看，大多数国家基础研究

经费占研发经费总投入比重大致在２０％左右，如图

２，基本符合二八定律。即用２０％左右的基础研究

经费投入巩固提升基础研究能力，８０％的应用研究

与试验发展研究投入推广技术应用和产业化。面

对日益激烈的科技竞争，近年来各国更是纷纷出台

政策以保持基础研究活力。

图２　部分国家研发结构情况

（三）对我国科技指标设置的建议

通过横向比较可以发现，我国研发投入虽然持

续多年大幅增长，但在强度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

差距；我国研发投入结构虽然稳步优化，但基础研

究占比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低，这都为我国国家

层面和地方层面在“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科技规

划指标设置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１．从严设定研发投入指标目标值

从国际经验看，我国目前正处在科技起飞阶段向

稳健发展阶段过渡的时期，“十一五”时期我国研发经

费年均增长２３．６％，“十二五”时期年均增长１４．９％，

“十三五”时期则为１１．５％，研发强度增速明显由高速

向中高速增长过渡。“十四五”时期，参照发达国家研

发投入指标变动经验，能否突破２．５％的拐点后继续

保持稳健的投入增速事关科技能否实现自立自强。

因此，应加大对于研发投入的关注力度，在建立国家

财政科技支出稳定增长机制基础上，拓宽研发经费来

源渠道，通过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本，通过研发经费

加计扣除等方式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十四五规

划纲要》在创新驱动类别中也对相关科技指标进行了

调整和优化，对研发投入使用了定性加定量相结合的

方式，即使用“全社会研发经费增长”这个定量指标，

提出“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７％以上”，同时

采取定性方式明确“力争投入强度高于‘十三五’时期

实际”。因此，建议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今

后在设置科技投入相关指标时，从严设置研发投入指

标目标值，力争尽早突破拐点并保持相对稳健的投入

增速。

２．突出基础研究重要地位

基础研究被称为科技创新的“最先一公里”，是

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要义，加强基础研究成为坚持

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由之路。从国际经验看，少部分

地方在研发经费投入达到一定规模后，对经济增长

的拉动效应呈减弱趋势，而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对拉

动经济增长具有持续贡献。因此，“相比于研发强

度，更重要的是要注重创新体系的建立，优化研发

投入结构，提升研发投入效率”［１１］。鉴于我国基础

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总额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水

平，我国在持续增加研发经费投入的同时，还应加

大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持续优化调整研发经费

结构，以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高校院所、大型企

业国有企业为重要载体，加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

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夯实新发展格局基础。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将“基础研究经费投

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到８％以上。”因此，建

议今后在各级规划中考虑设定表征基础研究经费

投入相关刚性指标。这在地方层面其实已有先例，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日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

条例》在全国率先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市政府投入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资金应当不低于市级

科技研发资金的３０％”。

三、制度维度：从新型举国体制把握科技自立

自强的制度保障

举国体制“就是国家利用各种行政手段和政策

法规，举全国、全社会之人力、财力、物力和各种社

会资源去达成某一特定目标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

制”［１２］。近年来，新型举国体制这个概念在多个场

合反复被提及。２０１９年２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

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时指出，“这次嫦娥四

号任务率先在月背刻上了中国足迹，是探索建立新

型举国体制的又一生动实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决定》中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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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实验室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建议》则提出“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健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

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中央如此密

集提到新型举国体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一）追根溯源：新型举国体制的提出

新型举国体制到底是不是一个全新的提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是不是这个概念首次

出现在党和国家文件？回溯近二十年科技创新领

域政策和文件可以发现，现实并非如此。在２００６年

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

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个概念，但是有一个类似的表

述———“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和发挥市场

机制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结合起来”。这个

概念最早出现于２０１１年发布的《国家“十二五”科学

和技术发展规划》，当时的表述为“加快建立和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新

型举国体制”。随后，在《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

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都

有提及新型举国体制。由此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

论：第一，新型举国体制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提法；第

二，近十余年来，我国科技创新领域一直在对新型

举国体制进行尝试和探索；第三，相关政策文件在

提及新型举国体制时都包含了市场经济和特定领

域的限制，这就为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新型举国体

制提供了遵循。

（二）刨根问底：重提新型举国体制的背景

既然新型举国体制在十年之前就已提出，为什

么直到２０１９年，这个概念突然被提到如此的战略高

度？主要是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原因。２０１８年１２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大会上指

出：“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未来必定

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

的惊涛骇浪。”［１３］没想到风险挑战来的这么快、这么

严重。２０１９年底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

的影响，国内外形势日益复杂，不确定性大幅增加。

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自身抗疫不力，为了选

票，拼命甩锅，大肆宣扬“去中国化”“与中国脱钩

论”，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科技

型企业，试图阻挡我国科技创新的步伐。由此，一

段时期以来流行的 “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观点彻

底破灭。在此背景下，我国科技领域必须作出回

应，传统的市场换技术显然行不通了，按部就班寻

求突破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只有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进行自主创新，才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这个

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早在２０１４年两院院士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我国很多重大科技成果都是依靠这个法宝搞出来

的，千万不能丢了。”回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成

功运用举国体制，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

“两弹一星”、航空航天等领域集中攻关，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科技突破。可以说，没有举国体制，就没

有“两弹一星”；没有完整的国民工业体系，也就没

有国际大国的地位。这就是我们重提新型举国体

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三）正本清源：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内涵

那么与传统举国体制或者说“两弹一星”时期

的举国体制１．０版本相比，新型举国体制到底新在

哪？有什么特点？如何把握？要解释什么是新型

举国体制，关键要抓住两个定语，第一个核心定语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就明确了重提新

型举国体制不是要搞计划经济。一度有一种错误

言论认为“要警惕科研举国体制”“举国体制已经过

时”，其观点实际上将举国体制与计划经济等同，这

是对新型举国体制内涵的严重误读。举国体制不

等于计划经济，更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诸如

美国这样的高度强调经济自由的西方国家，在一些

产业技术领域也采取了举国体制”［１４］。前文已提

及，十余年来的相关政策文件在提及新型举国体制

时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这个定语限制，即明

确了在新型举国体制中政府与市场关系仍然适用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因此，与举国体制１．０版本相比，新型

举国体制虽然在特定领域由政府主导，但政府不再

大包大揽，而是强调多方协同。同时，与传统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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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完全由国家财政投入不同，新型举国体制鼓励

社会资本进入，即便在壁垒程度最高的国防军工领

域亦是如此。２０１５年，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就表态

“探月工程将向社会资本开放，鼓励社会资本、企业

参与嫦娥四号任务”［１５］。以嫦娥四号为试点，探索

引入社会资本的新模式，打破行业壁垒，这就是“探

索新型举国体制的生动实践”。此外，“传统举国体

制主要集中在技术任务目标明确的领域，任务分工

清晰，国家统筹力量强，为了实现目标常常不计成

本”［１６］。而社会资本的进入不仅拓宽了资金来源渠

道，还与传统举国体制不计一切代价、不考虑投入

产出形成鲜明对比，更加注重效率和经济性，提升

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理解和把握新型举国体制的第二个核心定语

是“核心技术攻关”，这也是一个重要限定，表明新

型举国体制的适用是有范围的，不是什么科技领

域都适用。多数可以由市场自由竞争的领域，要

防止政府滥用新型举国体制，从而由“缺位”走向

“越位”。从科技创新范式的变革来看，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科技创新逐渐从传统的欧洲“自由探索”

模式过渡到以国家为主体的“大科学工程”模式和

以市场为主体的“需求牵引”模式。最具有代表性

的国家是美国，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等是

典型的体现国家意志的大科学工程模式，而由市

场自发形成的硅谷则是典型的需求牵引模式。对

于我国来说，在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

的战略支撑这一背景下，在核心技术攻关领域，既

有国家战略和安全的需求，也有民用技术被封锁、

高质量发展受到限制的市场需求，因此是大科学

工程模式与需求牵引模式并存。这就要求对科技

创新的组织模式进行变革，从传统的产学研合作

升级为政产学研用金一体化的创新平台，同时发

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市场配置资源的

效率优势。“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不仅是整合资

源、加大资源创新投入的优势，而且是能够形成整

体创新体系能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核

心技术的优势。”［１７］因此，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我国坚持科技自立自

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

必然选择与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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